                   美  国

美国地处北美洲，本土面积约937万平方公里。根据美国统计署的估计，截止1997年年中，美国人口约2.68亿;其中基督教新教人口占56%，天主教人口占28%，犹太人占2%，其他宗教信徒占4%;约有10%的人口没有宗教信仰。

第一节   宗教基本情况

美国被公认为是民族文化的大熔炉，在宗教方面也不例外，它是一个有着形形色色的各种宗教信仰的宗教大国。据美国宗教学专家估计，美国目前共有近2，000种独立的宗教或教会，仅浸礼派就有75个不同的独立教会;全美有36万座教堂、清真寺和犹太教会堂，足见其多样化。因为介绍美国宗教基本情况的著作和文章在国内已出现较多，而且本书也只是为了让读者更好的理解美国的政教关系，因此，对美国宗教基本情况的介绍只能是比较简明扼要的。

一、宗教基本情况

美国人口统计中并没有 “宗教信仰”这一栏，因此，没有宗教信仰人数的官方数字。但各宗教团体、宗教学者和社会调查机构经常公布一些有关数字，给我们提供了一幅美国宗教的印象图。宗教信仰调查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是1990年的调查，由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进行的“宗教信仰全国调查”（NSRI）。这次调查取得的数据涵盖113，000人，涉及许多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基督教人口最多，高达1亿5，100多万人，占人口总数的86.2%;其次是犹太教，310多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8%;其他宗教有伊斯兰教(52万人，占人口的0.5%)、佛教(40万人，占人口的0.4%)、印度教(22万人，占人口的0.2%)、大约有1，300多万美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占人口总数的7.5%。

每年出版的《美国加拿大教会年鉴》也公布美国各大宗教信仰的人数情况，但这些数字大多是各宗教自己统计的，可能有些出入。1999年年鉴的数字显示美国各大宗教信仰的人数如下。
	排名
	宗教团体名称
	数据年度
	人 数

	1
	罗马天主教会
	1996
	61，207，914

	2
	美南浸会
	1997
	15，891，514

	3
	联合卫理公会
	1996
	8，496，047

	4
	基督上帝教会
	1991
	5，499，875

	5
	美国福音信义宗教会
	1997
	5，185，055

	6
	摩门教
	1997
	4，923，100

	7
	长老会（美国）
	1997
	3，610，753


	8
	非洲循道宗主教派教会
	1991
	3，500，000

	9
	全美浸礼派大会
	1987
	3，500，000

	10
	信义宗－密苏里大会
	1997
	2，603，036


其中表中“美南浸会”的数字并非美国国内的数字，除去国外数字和1998年流失的成员人数，1998年美国国内的南浸会成员总数是1，007万人（美南浸会自己公布的数字）。

1990年美国拥有教堂数最多的10大宗教团体
	宗教团体名称
	拥有教堂数

	美南浸会
	37，893

	联合卫理公会
	37，203

	罗马天主教会
	22，400

	基督上帝教会
	13，092

	长老会（美国）
	11，416

	上帝会
	11，144

	美国福音信义宗教会
	10，899

	摩门教
	9，207

	耶和华见证人教会
	8，547

	圣公会
	7，299


	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基督教总数约2.2亿多人，约占人口总数的84％；其中基督教新教各派信徒总数约1.5亿，占人口总数的56％；天主教徒总数约7，500万，约占人口总数的28％，是美国势力最大的单一教会。

美国纽约洲洲立大学研究生院于1990年开始的为期13个月的大规模调查中，对全美国48个洲11万3千名成年人进行了宗教信仰状况的调查（NSRI）。结果显示，86.2％的被调查者自称是基督教徒，其中天主教徒占26.2%(4，600多万，与一般数字有些出入)，其余60%主要是基督教新教各派、东正教和一些与基督教相关的新兴宗派;在基督教新教各派中，浸礼宗是最大的教派，占人口总数的19.4%(3，396万人)，其次是循道宗，占8%(1，400)多万人);信义宗900多万人，占人口的5.2%;长老宗498万人，占人口的2.8%;五旬节派300多万人，占人口的1.8%;圣公会300万人，占人口的1.7%。其他宗教和教派如摩门教248万人，占人口的1.4%;耶和华见证人教会138万人，占人口的0.8%。这些调查结果与其他地方出现约有关数字基本上没有出入。1999年，穆斯林社团领袖估计美国的穆斯林人口高达650万人，这与原来的调查结果出入较大。

二、新教宗派与邪教问题

    美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但同时也是新兴宗教和膜拜团体最多、发展最快的国家。膜拜团体中有少数最终发展为邪教，使美国成为世界上邪教组织最多的国家。

    据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心理学教授玛格丽特-辛格在写给白宫的一份报告中估计，美国的邪教组织多达2000个至5000个，有l000万至2000万人不同程度地卷入了邪教活动。美《新闻周刊》的报道也认为，在美国有700个至5000个邪教组织。美国的邪教组织尽管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但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崇拜活着的“上帝”，即所谓的教主;相信世界末日，认为人类面临灭顶之灾，只有加大其组织才能逃过劫难。邪教组织不断在社会上兴风作浪、制造事端，因信奉邪教而集体自杀、以身殉教的怪事在美国时有发生。这些组织不仅通过控制信徒的思想，对其进行精神毒害，而且千方百计造成信徒家庭不和睦并孤立于社会，以便在心理、钱财和性方面加强对他们的控制。有些邪教组织自认代表宇宙真理，无视法律，扰乱社会秩序，对宗教自由和社会稳定构成了威胁。有些打着宗教、慈善和非政治组织的旗号，从事政治活动，以达到其政治目的。有些则参与偷税、诈骗、贩毒、走私、暗杀和绑架等犯罪活动。

    邪教组织“家庭”（又称“上帝的教会”、“爱的家庭”）在60-70年代造成近10人死亡。像这样的危险小团体造成小规模伤亡事 件在我国国内很少为读者所了解，但较大规模的集体自杀或伤害 事件则应有所闻“早在50年代，美国就出现过一个飞碟邪教。该 组织声称世界末日就要来临，号召信徒变卖家产并捐献存款，到该组织设在山顶的大本营入伙，与外星人进行对话。1975年，马歇尔-阿普尔怀特把某些宗教教义、天文知识和科幻小说的情节揉 合在一起，创立了邪教组织“天堂之门”。1997年3月，“天堂之

  门”的39名信徒，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迪戈市的一座豪宅中，服用了自己配制的毒药，分三批集体自杀。死者年龄最小的20岁，最大的72岁。他们在留给世人的录像中说，他们是自愿地抛弃了肉体这个容器，乘坐随海尔一波普慧星而来的飞碟，到上帝的王国里过高于人类的生活去了。这是继70年代美国邪教“人民圣殿教”的914名信徒服毒自杀后的又一起邪教信徒集体自杀事件。

    像“大卫教”这样的邪教组织甚至非法囤积武器，对其信徒进行军事化培训，公然与政府进行武装对抗。美国政府在掌握了“大卫教”的犯罪证据后，决定采取武力行动摧毁这一邪教组织。在经过长达51天的武装对峙后，美国特工人员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攻进了山庄，“大卫教”教主考雷什及其80多名信徒在一场大火中丧命。

    除政府采取措施打击邪教的非法活动之外，美国国内还活跃    着数千个抵制邪教的民间社团。他们不仅抵制邪教势力组织的筹    款、宣传等各种活动，而且采取措施挽救那些受邪教毒害的信徒，    为他们进行心理治疗，对他们提供帮助等。“警惕邪教网络”就是


其中的一个反邪教组织。该组织是一个非赢利机构，目前大约有2000名工作人员，每年大约接受1.8万个有关邪教的投诉。“警惕邪教网络”认为，抵制邪教的最好方式是通过加强社会教育，以便让更多的人知道邪教的危害。许多孩子的家长和研究邪教的专家学者对邪教的蔓延也深感不安，他们呼吁政府部门加强执法，严密监控邪教组织的活动，掌握其犯罪情况，并及时采取行动。

三、宗教发展特点和趋势

     1.美国的WASP传统一基督教新教与美国社会精英的密切

关系

    在宗教及文化传统方面一提起美国，人们很容易想到它的WASP传统，“W”(White)代表白人，“AS”(Anglo一Saxon)代表盎格鲁一萨克森，“P”(protestant)代表基督教新教。这个代码很清楚地说明基督教新教传统在美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地位。很多美国人直言不讳地承认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虽然这里面越来越多地要加进天主教和犹太教的成分，但基督教新教在美国的传统优势地位仍保持了200多年，WASP传统并没有受到真正的冲击，而且短期内这种状况不会有较大的改变。

    1994年12月23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载了美国波杜大学(Purdue U.)教授戴维森（James Davidson）有关基督教新教与美国社会精英的调查报告。他对1930年一1992年《美国名人录》中登录的人物的宗教信仰进行了统计调查，得出的结论对近些年来学者的有关臆断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美国民权法律的通过和实施并未真正消除美国社会历史遗留下来的宗教歧视;越来越多的持非新教信仰的有色人脐身美国上流社会并未对WASP构传统地位构成严重挑战，WASp的“霸主”地位仍很稳固，调查结果显示，1930年以来的变化相对来说并不是很大，美国基督教新教的三大主流教派(主教派[圣公会]、长老派和基督联合教会[公理会])虽的确被迫给其他宗教教派(特别是犹太教和罗马天主教)出让了一些地盘，但这些教派的教徒仍在美国社会的权力和文化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其代表率仍远远高于教徒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本世纪30年代，这三大主流教派教徒占据了美国社会权力阶层(银行家、商人、政客、外交官、法官、律师及军官)和文化阶层(教育家、科学家、医生、工程师、编辑和作家、艺术家和演员、宗教与社会工作者)的53%，这一比例虽下降到1992年的35%，但这些教派的教徒在这些领域的代表率仍远远高于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主教派教会在1992年的代表率高出7.03倍，而30年代为6.34倍，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长;长老派在1992年的代表率高出2.75倍，而30年代高出3.35倍;基督联合教会30年代高出5.65倍，1992年为2.62倍，这两个主流派教会的代表率虽有下降，但代表率仍高于教徒占人口的比例。基督教新教一位论一普救派(U-nitarian-Universalists)和贵格派在权力领域的势力增长很快，它们在1992年的代表率分别比它们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高14.3倍和12.7倍，犹太教的势力增长也很快，30年代时低于在人口中的比例，而1992年他们在商界和政界的代表率比人口比例高出5.17倍，在文化界高出7.23倍。天主教的代表率变化相对较小，一直低于天主教徒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结论显示，至少在近几十年内，基督教新教主流教会不会失去他们在美国社会权力阶层包括文化领域的重要位置，仍将有很高的代表率。

    而按照美国基督教派别的一般划分，前三大主流教派(主教 派、长老派和基督联合教会)都属于基督教新教自由派，而且目前在美国社会权力阶层力量增长最快的一位论一普救派也属于新教自由派(有些人甚至把它划入新教激进派)。的确，美南浸会历来都是宗教右派的“蓄水池”，是宗教右派的支性。尽管美南浸会目前的势力增长迅速，但它在美国社会权力阶层的代表率并不是很高，而且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能等同。

     其实，有很多例证足以证明美国政府要人包括总统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宗教教派归属和他们的政治倾向没有内在联系，有时甚至相左。属主教派教会的美国总统人数最多，主教派被称为基督教新教自由派的中坚，但布什总统却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布什是主教派信徒，但他在政治倾向上却同宗教右派紧紧地连在一起。现任总统克林顿是美南浸会的信徒，虽然美南浸会被称为宗教右派的大本营，但克林顿绝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右派。正因为如此，共和党人把持的国会总是要同克林顿唱对台戏。

    2.宗教的发展特点与趋势

    研究美国宗教的学者不难发现，美国宗教数百年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几对矛盾的对立统一:宗教一元化与多元化、宗教自由化与保守化、世俗化与灵性复兴。美国是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但各种宗教都自由发展，各有市场;美国最初的国民主要是由移民组成的，而且这些移民多为逃避宗教迫害或到新世界传教的宗教热情而来到美国的，这就使得美国从建国伊始就有很强的宗教性;正因为如此，美国人又很早接受了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的精神原则，各种宗教信仰得以自由发展，而且因对传统教义的新解释而产生许多新的宗教教派;美国社会工业化发展造成社会世俗化，而一些人的宗教热情又一再燃起众人的宗教热情，掀起新的灵性复兴。就这样，美国宗教在一元与多元、自由与保守、世俗化与灵性复兴的矛盾对立中不断发展，构成美国今日宗教的奇特景观，又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政教关系与宗教事务管理模式的形式与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

    在宗教方面，美国社会表现出来的一些现象的确令人迷惑不解。研究美国宗教问题的学者基本上一致认为，美国社会是世界上最有宗教性的国家。据最近统计，90%以上的美国人声称信仰上帝;超过一半的美国人称每天至少祈祷一次;40%以上的美国人称每周至少去教堂参加礼拜一次(这一比例几十年都没有较大变    化，在欧美是最高的)。美国统计署的报告称，63%的美国人在某   个宗教团体拥有成员身份，这一比例自60年代以来基本上没有较大的变动。自60年代以来，宗教右派在美国开始复兴，80一90年代成为宗教右派势力强盛的时代。这在一定程度上同美国社会宗教信仰的高虔诚度是分不开的。但另一个社会现象也令人迷惑，如前一部分所述，许多组织坚决维护国家与教会之间的严格分离，它们充分利用世俗法律对宗教参与公共事务及国家资助宗教的尝试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构成了美国社会一对相互矛盾的宗教现象。

在宗教方面美国社会展现出来的另一对矛盾现象是宗教传统与宗教多元化之间的冲突。19世纪中叶曾是新兴宗教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高潮，本世纪60年代成为新兴宗教运动的又一个“黄金时代”，据统计，美国目前共有近2，000种独立的宗教或教会，仅浸礼派就有75个不同的独立教会，全美有36万座教堂、清真寺和犹太教会堂，足见其多样化。按照目前国际宗教学研究的划分，宗教运动或组织可分为教会(church)、教派(denomination)、宗派(sect)和膜拜(cult)四种，宗派和膜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信仰个人化的发展潮流，但由于它们的欠稳定性、反传统性，特别是一些膜拜团体发展中出现的反社会倾向，使习惯于传统思维的社会对它们的接受度较差，因此频频受到攻击，包括来自传统教会和政府的攻击。70一80年代，在美国发生了声势很大的“反膜拜运动”，开始主要波及到一些外来的或带有“邪教”色彩的膜拜团体，如印度的克里希纳黑山派团体、韩国文鲜明的统一教会、天父的儿女组织等，后又波及到一些基督教灵恩派如五旬节派等。当然，运动的主力是在政治上往往表现为宗教右派的基要派基督教教派。1976年，多尔参议员曾要求“国内税收事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对文鲜明和统一教会进行调查，结果文鲜明被判处2年监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宗教右派在70年代就已有较大的复兴，它在80年代的力量展示是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实，美国社会在宗教方面发生的这些现象与美国的WASP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在不同时代，不同的新生代文化对这种传统提出了挑战，但结果往往是造成这种传统以某种新的形式复兴。

研究美国宗教史的人都会发现，美国宗教发展存在着一个宗 教传统周期性循环往复的发展规律，也就是宗教衰落与宗教复兴 的不断交替。这种交替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为WASP传统与形形 色色的反传统之间的斗争冲突。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到目前，大 觉醒运动的兴起、自由主义的发展、世俗化和传统的回归等思潮分别在美国宗教发展历史上主导了数十年。上个世纪中叶，大觉醒运动造就了一大批新兴宗教和教派，如摩门教、基督教科学派、安息日会、救世军等，带来了美国宗教灵性上的真正复兴。本世纪60年代又被称为反制时代，与自由、希望、和平发展的世界主流相应，人们在向一切旧的传统和规矩挑战，带来个人化宗教(包括新兴宗教和膜拜团体)的发展壮大。而世俗化理论也在60年代发展到鼎盛时期，许多美国学者都预测美国已进入“后宗教时期”。像哈维·考克斯(Harvey Cox)这样的著名神学家也在1967年出版了著名的《世俗之城》，宣告了宗教时代的结束。然而谁又能想到时代潮流逆转如此迅速。

    与这种潮流相逆而动的是新保守主义，这是本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开始涌现的、对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发起挑战的一种运动，是对60年代反制运动的反动，也是对世俗化的反动。在美国有两个明显的事件清楚地说明了这种回归(倒退)：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遇害和肯尼迪总统的被刺。这种思潮在道德上标榜的口号就是所谓的“美国例外论”，认为美国在道德上胜过其他国家。这是一种深深扎根于美国历史和美国宗教的信念，目前人们很容易就会在美国一些人中找到这种信念，这些人不容许美国的优势地位受到挑战，认为美国理所当然地有权对别国内政指手画脚。这种思潮在宗教方面的表现就是保守主义神学的重新抬头，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的几位著名的电视布道家如法维尔(Jerry Falwell)、葛培理(Billy Graham)和罗伯逊(PatRobertson)等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宗教复兴狂潮。在宗教右派的推动下，近几年来在美国国内不断出现一些具有宗教右派色彩的运动，如校园女学生的“守贞运动”、强调基督教传统信仰和男性主义的“守诺者”(Faith Keepers,又译“男子守信者”)运动以及与男性“守诺者”运动相呼应的“信仰女子”(Women of Faith)运动等。

    宗教右派更多地属于政治概念“宗教保守主义表现在政治态 度上就是宗教右派，也可以说宗教右派是宗教保守主义的政治表 现。宗教保守主义的兴盛并不一定带动宗教右派的复兴和发展， 但宗教保守主义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事务和社会问题(社会道德) 上就一定带动宗教右派的发展，而宗教右派的发展最直接的表现 就是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事务(各级选举和国会立法活动)。从法 维尔的“道德多数派”到罗伯逊的“基督教联盟”，这反映了美国宗教右翼势力在近20年的发展:从宗教保守主义到政治保守主义(宗教右派)、从关注灵魂得救到关心选举和立法结果。然而要注意的是，宗教右派势力在80一90年代的大发展并不是历史的必然，而要更多地从美国社会自由传统与保守传统之间的交替消长规律上去理解和把握。

美国宗教信仰的这种自由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教关系调节的结果，反过来，这种发展也必然对美国的政教关系与宗教事务管理制度产生某种影响和反作用。近些年来，传统教会中的保守派势力在不断增长，要求通过立法或政府行政措施对新兴宗教运动予以限制。这就是一个例证。

第二节  美国宗教关系历史演变

    在谈到美国的政教关系时，人们的第一印象是它与欧洲传统有着很大的差别，但细究起来往往不容易把握它的本质，因为它表现出两个很明显的差异性:理论上的和实践中的差异，这两种差异由于美国的政体而变得更为明显。（1）美国联邦宪法有关宗教的规定特别简单，即第六条，它禁止对出任公职的人员进行宗教测试。第一修正案虽也有规定，但特别简单，即“设立分句”和“自由实践分句”，而且“自由实践分句”直到1940年、“设立分句”直到1947年才为各州所认可。条文简单造成不同的解释，这种不同解释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不同时期的裁决中表现得较为突出;（2）在实践中，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宗教传统悠久，许多美国人都热衷谈论的“美国的遗产”中就有宗教的一席之地，美国人相信美国是“上帝治理下的国度”(One Nation Under God)，全球流通的美元上面赫然印着“我们信赖上帝”(In God We Trust)的字样，此等例子不胜枚举;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些组织和个人为了忠于他们所理解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的政教分离原则，运用法律手段对宗教右派介入公共事务提起诉讼。本章将在第四节较为详细地介绍这方面的案例，有关这些组织的简单情况也将在“宗教右派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一文中介绍。

    在美国，主要由于对宪法、宪法第一修正案以及具体政治及宗教问题的看法不同，在政教关系问题上可分为三种不同观点:分离派、协调派和中立派。对于这三种观点应注意两点:首先，这三种观点的区分不是绝对的，有些人把中立派归入协调派;其次，一些组织和个人在具体问题上的看法并不是前后一贯的某一派。在美国政教关系中，联邦最高法院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从最高法院在涉及宗教的不同案例的裁决中我们可以看出，最高法院也存在着这三种不同观点的明显倾向。

    在对宪法的看法上，分离派认为宪法并没有赋予联邦政府对于宗教问题的任何管辖权，无论是支持宗教还是限制宗教。而协调派认为，宪法的确赋予了联邦政府一定的权力，或者至少宪法不可以解释为是对联邦政府在宗教问题上的权力的否认或禁止。

    在对第一修正案的看法上，分离派认为它进一步确认，宪法并没有赋予联邦政府在宗教问题上的任何权力。他们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解释被称为“广义”解释，简单地说他们认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意图在于禁止政府支持或者限制宗教实践，即使这种支持或限制并不针对某一特定宗教、教派或教会团体。对他们来说，政府认定宗教信仰优于非宗教信仰、用政府税款资助宗教学校、对日常社会生活或公众生活进行强制性的宗教规范都将是对宪法和第一修正案原则的歪曲。他们主张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完全分离。而协调派认为，第一修正案只是旨在反对设立官方宗教或国家教会，并没有明确而完全地禁止政府在宗教问题上的权力。他们的解释被称为“狭义”解释。在地方层面，他们主张多数派权威，即在基督徒占绝对优势的地方应体现基督教价值观在这些地区的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对于这种地方性多数派权威，联邦政府也无权干预。这些势力主要分布在宗教右派占优势的南方各州，这也体现了美国南方各州主张建立松散邦联的传统，同时也反映出在这些地区宗教势力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强烈倾向。

    在一些特定的公共事务问题上，这两派的观点也存在着明显    的差别。分离派坚决反对政府组织或鼓励在公立学校中的宗教性    祈祷;坚决反对用政府税收资助宗教学校;坚决反对在公共场所设    置宗教标志。而协调派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正相反。

    中立派在一定程度也可归入协调派，因为从总体上来说，中立派反对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完全分离。中立派其实并不中立，它也赞成政府参与支持和鼓励宗教信仰及其实践，支持宗教信仰对非宗教信仰的优势地位，甚至认为在政府行为中可以有一定色彩的宗教性，但它反对政府支持或鼓励有教派特色的宗教信仰和实践。它同协调派的差别在于它并不赞成政府参与在公共事务中推行教派特色较强的强制性宗教信仰和实践活动。对中立派来说，政府支持的是作为美国传统遗产重要部分的国民宗教(以基督教为核心)，并没有支持或鼓励某一特定的宗教、教派或教会，因而并不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设立分句”的原则。因此，中立派支持公立学校中的强制性祈祷活动，但认为这种祈祷不得带有教派特色;它支持政府对宗教信仰及其实践进行“不偏不倚”的资助;同样，它也支持公共场所设置宗教标志物，只要这些宗教标志物没有教派特色。

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从一开始就写入了美国宪法。尽管这两个重要原则在20世纪的当今被许多人视为当然，但在18世纪末美国建国之前，这两个原则只是一些先驱者心目中的理想，尽管许多人来到这块“新大陆”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追求和憧憬着宗教信仰自由的理想，但在开始的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许多人又在许多地方重复着别人对他们所犯下的错误: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推行宗教不宽容，强制推行单一的宗教信仰与实践，而排斥和迫害信仰不同者或对政教合一有不同意见者。

美国有关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两个根本原则明白无误地写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头两个分句中，即“国会不得制订设立官方宗教的立法;亦不得制订禁止宗教自由实践的立法。”在美国联邦自美国建国以来以及在美国各州自第十四宪法修正案通过以来，涉及宗教问题的所有立法和所有案件的根本指导就在于这两个分句，而这两个分句的解释权在于联邦最高法院，只有联邦最高法院才对这两个分句有最终的和最具权威性的发言权。简单地说，这两个分句所体现的两个根本原则可以用联邦最高法院前任首席法官伯格在“沃尔兹诉纽约税收委员会案”的裁决中的总结来表述:既不能容忍政府设立宗教的行为，也不能容忍政府干预宗教的行为。这两个原则说起来很容易而且简单，但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不同的理解，在涉及到的许多很不同的方面的案件的裁决中，最高法院也形成了具有权威性的裁决原则。在追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这两个基本原则的理解的演变历史过程前，简单了解美国建国前对这两个总问题的不同理解以及这两个原则的发展过程和在美国被普遍接受的过程，对于理解这两个根本原则的意义具有重要的帮助。

一、殖民地时期到美国建国初期

    1620年“五月花号”抵达北美，随后相继来到这片新大陆的欧洲移民先后建立了最初的13块殖民地。在各块殖民地里，由于移民的来源地比较接近，宗教文化传统较为一致，因此形成了各殖民地浓重的教派特色。尽管也出现过少数要求宗教宽容的声音，但继承了来自欧洲母国宗教文化传统的移民者仍实行了传统的政教体制，各殖民地政权和教会在各方面密切合作，共同维护当地的宗教与政治的正统性。政权是教会的保护者和支持者，教会是现存政治秩序的卫道士。除了威廉，潘恩的宾夕法尼亚和罗杰·威廉的罗得岛外，各殖民地都实行了强制性的政教合一体制，不但对本殖民地居民的宗教信仰要求统一，而且强制性地要求居民定期进行宗教实践(如每个主日都要进教堂听道)。比如在马萨诸塞湾、普利茅斯、康涅狄克和新罕普什尔，基督教新教公理会是官方教会; 在北卡罗莱纳、南卡罗莱纳和弗吉尼亚，基督教圣公会是正统教会;而纽约、马里兰和佐治亚也经历过从设立基督教某派别为官方宗教到废除官方宗教的变化。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于1662年写信给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立法机构，抨击那里的官员极端迫害宗教异己，要求允许圣公会信仰自由。

这种情况事实上与当初移民者来到这片新大陆的初衷很不一致。许多人都知道，最初的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清教徒，是为了躲避本国的宗教迫害而来到这个充满未知的世界。随着各殖民地的陆续开发，当然也有一批狂热的传教士，为了把上帝的福音带给这片新大陆所有人，带着传福音的理想来到新大陆。一些关于美国早期历史的著作都认为，宗教目的特别是传教热情是早期移民开发的重要动机之一。但有一点需要特别澄清的是，因躲避宗教迫害而来到新大陆的移民并非一定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支持者，而且往往是这些人出于保持信仰纯正的考虑而对宗教迫害更是情有独钟。殖民地早期历史证明，这些人追求的宗教自由只限于本教本派的宗教自由，而对其他宗教和教派则根本谈不上自由，而且借口“拯救他人灵魂”，甚至不惜用肉体消灭的办法，使“受害人”摆脱魔鬼的诱感和控制，强迫他人接受自己认为是纯洁的宗教。

那么，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这两项根本原则又是如何成 为美国的“立国之本”呢?原因是多种的，但笔者认为，大革命前波及各殖民地的基督教新教“大觉醒运动”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运动强调基督徒个人对上帝的皈依，认为教会成员身份并不重要。这一运动不仅打破了大多数家庭过去一统的信仰传统，更动摇了各殖民地实行政教合一、压制其他宗教信仰政策的基础。该运动造就了一批赞成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宗教领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随着美国各殖民地的不断开发，各殖民地之间的交流合作对政教合一和宗教不宽容必然是一个冲击。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统一联邦的成立更加速了这一转变过程。统一后的美国联邦必须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否则就根本谈不上真正的统一。如果不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各地宗教迫害将不断出现;如果不实行政教分离，又如何确立何种宗教哪一教派的正统地位?因此，从许多方面看，美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是必然的，反映了社会需要，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从1776-1780年，除罗得岛和康涅狄克外，其余所有殖民地都通过了新宪法，都规定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绝大多数都表达了对宗教自由原则的认同，约半数规定了政教分离。然而这些自由并非真正的完全的自由，各种宗教信仰和教派也并非完全平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基督教新教教派信仰的优先权。废除官方宗教的进程十分缓慢，直到1833年马萨诸塞州最后通过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了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两项根本原则，设立宗教在美国的历史才正式寿终正寝。

美国独立后的立宪会议于1787年B月30日通过的美国宪法 第六条最后一款规定，不得对出任公职者进行宗教方面的测试，也不能以宗教信仰来作为衡量出庭作证者的信誉的凭证和依据。除此之外，宪法中对于宗教问题并没有更多的涉及。1789年，麦迪生向国会提交了一系列修正案，这些都是各州在讨论通过联邦宪法时所提出的修改补充意见。参议院通过后交由各州讨论通过。 在两年时间内陆续获得各州通过的10项宪法修正案于1791年12月成为宪法的正式修正案，其中第一修正案涉及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第一款就谈到了宗教问题，它是这样规定的:“国会不得制订设立宗教或者限制其自由实践的法律”。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分句”(设立分句和自由实践分句)，它们分别体现了美国宪法针对宗教问题的两个根本原则: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

美国著名学者桑福德·科勃（Sanford Cobb）曾著有名为《宗教自由在美国的兴起》的巨著，尽管该书出版较早(1902年)，但这本书或许仍是从殖民地早期到第一部宪法产生期间美国宗教自由发展历史方面引用最广的单本著作，他在本事中对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中确立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和政教分离原则进行了高度评价，人为这是美国的“首创”，是与过去的欧洲传统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别，是美国献给“文明和世界最伟大的一份礼物”。美国的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这两项根本原则并不是最初的移民从欧洲带来的欧洲传统或遗产，或者至少可以说美国人先于欧洲人接受并实行了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虽然在欧洲思想发展史上可以找到先于美国的亮光，但毕竟是美国人首先把这两项基本原则付诸实践。尽管如此，在充分肯定这两项根本原则的划时代意义的同时，我们仍要看到美国建国时实行这两项原则的历史局限性，因为这种宗教自由在绝对意义上只限于基督教甚至于基督教新教，对于其他宗教特别是土著印第安人的宗教，美国历史已充分证明，宗教自由并未包括对这些人的宗教自由，绝大多数印第安人甚至于连最基本的生存自由也没有了。至于政教分离，美国历史也已充分证明，彻底的政教分离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作为美国宗教传统的基督教新教一直在影响着美国政治和社会，而且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规定的这两项原则并不彻底，而且只是单方面的，只限制了政府对于宗教的权利(不得设立国教、不得限制宗教自由实践)，但并没有对宗教的权利进行限制(比如应规定不得干预政治)。这无疑为今后政教冲突、特别是宗教干预政治事件的发生埋下了种子。

二、美国建国初期到本世纪40年代
尽管美国联邦国会被禁止制订法律来设立官方宗教或者限制宗教实践的自由，但各州国会是否有这样的权力，修正案并没有说明“直到1833年，最初组成美国联邦的13个州中的最后一个(马萨诸塞州)废除了官方宗教，随后陆续加入美国的各州也都被要求确保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但直到1868年宪法第十四修工案正式通过前，各州是否必须遵从联邦国会制订的法律，在宗教问题上也就是说是否必须实行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些学者甚至包括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认为，第14修正案的意图或者至少在事实上旨在使联邦宪法中的《权利法案》成为各州的法律，从而确立联邦法律在各州的权威。但多年来，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一直没有体现出这一点，法官们的多数意见一直坚持个案处理的原则，一直否认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涉及宗教的两个分句可以普遍适用于各州。直到20世纪4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分别在著名的耶和华见证人教会案(“坎特威尔诉康涅狄克案”，1940)和著名的教会学校资助案（“艾沃森诉新泽西州教育董事会案”，1947）中，将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涉及宗教问题的两个根本原则(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明确地普遍适用于各州。

当然，也有些学者认为这一，适用过程完成得更早。如亨利·亚  伯拉罕(Henry Abraham)就认为，早在1934年的“汉密尔顿诉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校长案”中就把宗教自由原则普遍适用于各州。他在《自由与最高法院:美国的民权与自由》（纽约:牛津出版社，1977年第三版）一书的第三章详细描述了这一适用过程。到此为止，联邦宪法用修正案有关个人权利、宗教自由等方面的法律都被推广到各州，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国联邦及各州在立法方面尽最保障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成为可能，也在法律制度上对一些州的立法和行政行为有所管辖和监督。但也有些学者告诫对此不要太乐观、因为实践中对这两项原则的理解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后果是有很大差别的，更严重的是，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这两项原则的理解也存在着不同时代和不同党派法官之间的区别，严重削弱了这两项根本原则的真正意义。

三、本世纪40年代以来

    很明显，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宗教自由分句和设立分句并非不证自明的两个原则，对这两条根本原则的理解和适用肯定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下会产生较大甚至是相对立的分歧。作为全世界惟一家对宪法原则有最终解释权并有权裁定立法机构通过的立法“违宪”和无效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它对宪法第一修正案这两项原则的理解以及在涉及宗教问题的具体案例中根据这两项原则发展出来的裁决原则，是了解和理解美国政教关系的权威依据。特别是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这两项根本原则被推广到各州，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联邦和各州的政教关系问题上的发言权更具有权威性。追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涉及宗教问题的案例中的裁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追溯美国政教关系的发展历史。

    当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党派政治的现实，法官的党派背景有时会导致具有党派特色的裁决的做出，因此当我们回顾最高法院在涉及宗教问题的案例的裁决时，不难看出这条线弯曲不直。但总的来说，美国许多宪法历史学家都承认，联邦最高法院在对涉及宗教问题的案例的裁决中，对宪法第一修正案两个根本原则的理解和运用以及尺度的把握还是比较“不偏不倚的”，可以令人信服。

    在多年的裁决中，最高法院逐步确立了解释宪法第一修正案涉及宗教的两个分句的原则。作为对“设立分句”的理解，最高法院裁定，一项立法是否合宪有三个测试原则:前两个测试最早由布莱克法官在1963年的“阿尔宾顿校区诉谢普案”中提出来的，即立法的世俗性(意图)和不偏不倚性(效果)。在1970年的“沃尔兹诉税收委员会案”(Walz v. Tax Commission [397U.S.664，674(1970)])中，伯格法官提出了第三个测试:纠缠测试，即，一项立法不得引致政府与宗教、教派或教会之间过多的纠缠。“意图－效果-纠缠”三测试法成为最高法院裁定一项立法是否合宪、或政府行为是否合法的重要依据。在1971年的“雷蒙诉库兹曼案”中，最高法院第一次全部使用这三项测试法，被称为“雷蒙测试法”，从此以后被广泛采用。

     作为对“自由实践分句”的理解，最高法院在“谢伯特诉维尔纳案”(Sherbert v. Verner [374U·S·398(1963)])和“威斯康星诉约德案”确立了“国家的迫切利益测试”原则。1990年“就业司诉史密斯案”(Employment Division v. Smith [494U.S.872(1990)])的裁决虽推翻了“国家的迫切利益测试”原则，但同时又作出了两项很重要的裁决原则:①任何宗教行为都不得违反公共法律，但专门针对宗教、教派或教会的法律将是违宪的;②政府有权对宗教实践进行限制，只要这种限制是中立的，是对所有人都有效的，而不是专门针对宗教实践的。这似乎为政府干预宗教实践打开了方便之门。

     最高法院关于这两个分句的裁决原则正是理解美国政教关系的关键所在，也是美国政教关系数百年发展的两条原则线:①法律不承认宗教的特殊性。宗教信仰者同非宗教信仰者一样，宗教团体同其他社会团体一样，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正因为如此，法律没有必要把宗教问题单列出来以示其“独特”;也正因为如此，宗教问题对于美国政府才不成其为“问题”;②少数派和个人的宗教自由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美国实行的是代表制民主制度而不是多数民主制，它更多地要考虑少数派的宪法权利，这就是由前十个宪法修正案所组成的“权利法案”所规定的各种权利。这些权利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论多数人的意见如何，少数派的这些权利应得到充分保护的尊重。如果宗教实践同法律和政府行为发生冲突，“国家的迫切利益”；测试才是宗教信仰及其实践受到限制的惟一借口，而这一点也足以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确保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不受危害。

    从以上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涉及宗教问题的案例的裁决进行历史回顾中可以对美国政教关系发展历史有一个粗浅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宪法和法律中有关政教关系的规定很笼统，在是否应该实行政教分离已有相当激烈的争论，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如何划分政教分离这条线更是不易。联邦最高法院有权解释宪法及修正案的原则精神，但最高法院的法官并不是一成不变，而且是由总统任命的，因此关于宪法原则的解释有变化。在实际生活中，社会思潮发展倾向和道德价值取向也多方面影响着政教关系的变化。这是我们研究美国政教关系时不可不予以关注的一点。

第三节  宪法第一修正案及

国会宗教立法尝试

    让我们先看看第一宪法修正案有关宗教问题是如何规定的。

人所共知，美国宪法前十个修正案被统称为“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其中第一修正案就涉及到宗教问题，即1791年通过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一句话(两个分句)。

一、第一修正案中涉及宗教的两个分句

    这两个分句即著名的“设立分句”和“自由实践分句”，规定如下:“国会不得立法设立宗教，或限制其自由实践。”按照分离派的理解，“设立分句”的内含包括:国会不能够制定旨在确立某种宗教、教派或教会相对于其他宗教、教派或教会的特殊地位的立法，也不得制定旨在确立宗教信仰相对于非宗教信仰的优越地位的立法;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强迫他人信仰宗教或表白其宗教信仰、信仰和实践某种宗教或加入某一教派或教会;政府在涉及宗教信仰的问题上应保持绝对的中立，不得与任何宗教发生任何关系。“自由实践分句”的内含包括:国会既不得制定旨在普遍限制宗教的自由实践的立法，也不得制定旨在限制某个特定宗教、教派或教会的自由实践的立法;宗教实践在法律范围内是自由的，不受政府及个人干预。分离派认为，“设立分句”事实上确立了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分离之墙”(wall of separation)，这正是美国国父们的意愿;而“自由实践分句”则把宗教和教会从其从属于国家政府控制的欧洲传统中解脱了出来。

分离派和协调派之间存在的最大分歧是“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分离之墙”是否存在。这个术语最早由美国总统杰弗逊使用，这是他在1802年在答复浸礼派教徒有关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提问时采用的说法。最高法院在1947年的“艾沃森诉教育委员会案”(Ever-son v. Board of Education[330U.S.l(1947)])中就已明确肯定了“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分离之墙”的存在。最高法院称，“第一修正案在国家与教会之间竖起了一堵分离之墙。这堵墙必须巩固得高而坚不可摧。我们不会容许任何一个细小的缺口。”而协调派认为，无论是宪法还是第一修正案，都没有提及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分离之墙”。按照协调派的理解，宪法第一修正案涉及宗教问题的“两个分句”的意图在于防止设立官方宗教或国家教会，或者给予某个特定的宗教教派或教会以特权地位;阻止政府干预宗教自由实践;允许各州按照各自的理解对宗教团体进行资助。协调派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理解特别是第三个意图（“允许各州按照各自的理解对宗教团体进行资助”）反映了美国联邦主义和邦联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根本区别，也是宗教右派目前的主要主张之一。这种理解当然不能代表目前美国官方的立场，因为最高法院在一系列案例的裁决中已明确了一些原则(在下面详述)，这是协调派、也是目前势力日盛的宗教右派所不愿看到的。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通过国会立法来“纠正”这些“错误”，重新恢复宗教在公共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国会宗教自由立法尝试
    很长时间以来，美国国会、一些机构和个人，特别是宗教保守派(在政教关系问题上属协调派或中立派)，一直在尝试着修改宪法第一修正案，或者再另加上一个分句。他们的根据是，由于第一修正案的规定不明确，加上美国政府及一些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利用该修正案限制宗教进入美国人生活的公共领域，因此有必要在第一修正案的两个分句之外再加上一个分句或单独通过一个保障宗教自由的宪法修正案。与此同时，还有就具体宗教问题进行国会立法的尝试，而且随着美国社会右翼势力的重新抬头，这种尝试在不断增加。据统计，近五届国会以来，每届国会有关宗教人权问题的国会提案、决议案及法案总数约为50个。这些议案和法案涉及面很广，其中涉及美国国内宗教民权问题的议案和法案占多数。

    1.“宗教自由/平等宪法修正案(Religious Freedom/Equity A-

mendment):

    从1993年起到1998年，三届国会(103届-105届)共提出了9个“宗教自由/平等宪法修正案”议案。1993年，参众两院分别提交了“宗教自由/平等宪法修正案”议案。在1995-1996年第l04届国会期间，此类议案增至5个，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由美国众议员海德(Hyde，R-IL)和伊斯托克(Istook，R-OK)于1995年分别提交的一份宪法修正案，而参议员哈奇(Hatch，R-UT)同时也在参议院提交了一份类似提案作为海德提案的参议院版本。这反映了美国国会右派势力开始重视从根本上(宪法修正案)解决政教关系纠纷问题。

    草拟中的宪法修正案旨在保障“宗教平等”，它将对在公立学校、政府办公大楼、公园、法庭及政府资助的电台和电视台进行宗教信仰的表达和表演大开方便之门。不同时期不同议员提出的议案在主题精神上是一致的，但在措辞上有较大的出入。1995年11 月海德的议案和12月哈奇的议案完全相同，表述如下:“无论美国还是各州都不得因宗教表达、信仰或身份而拒绝向任何个人或团体提供便利或者以其他形式歧视;不得通过立法设立宗教的禁令亦不得解释为需要这种歧视。”

    引起争论的正是这一修正案的许多版本中多次出现的关键术语即允许政府“提供便利(benefits)”，这为宗教学校和日托中心接受政府资助铺平了道路。1995年11月28日的伊斯托克议案是这样表述的:“本宪法不得禁止对人们的宗教遗产、信仰或传统的认可，或者禁止公立学校中由学生自发组织的祈祷。无论是美国还是各州都不得规定官方的祈祷文或强制任何人参加祈祷，或者歧视宗教表达和信仰。”而1997年5月8日的新版本(H.J.RES.78.RH)修改如下:“无论是美国还是各州都不得设立任何官方宗教，但人们在公共场所包括学校进行祈祷及表达他们对各自的宗教信仰、遗产或传统的认可的权利不得受到侵犯。无论是美国还是各州都不得要求任何人参加祈祷或其他宗教活动，规定学校祈祷，歧视宗教，或因宗教原因而否认获得便利的平等机会。”该修正案散发范围最广的版本有一段是这样表述的:“无论是美国联邦还是哪个州都不应该……因为某个人或者组织的言论、观念、动机、或身份所包含的宗教特点而剥夺其便利或者歧视他们”。(neither the United States nor any state shall…deny benefits to otherwise discrimi-nate against any person Or group On account of the religious character of their speeches, ideas ，motivations，or identity.)因为该宪法修正案是作为第一修正案的补充，而且是在“宗教自由实践”和“政教分离”两个分句的基础上附加的，因此被称为“便利”分句。

   该修正案的支持者包括政治势力强大的保守的基督教联盟。他们认为应该终止在“公共场所”日益增多的歧视宗教的行为。在美国各地，大学官员及地方学校董事会都设法对付学生毕业典礼中的祈祷问题，即便是口中念诵“上帝”"这个词，他们通常采取反对此类宗教言论的立场以避免可能由此引出的官司。该修正案的支持者们认为，第一修正案的自由实践分句越来越被忽视，而设立分句越来越多地被法院裁决、著名法官及其他政府官员作为“王牌”，使他们对公共场所的宗教问题采取越来越严厉的立场。

    修正案草案受到很多团体的反对，如美国福音派全国大会、保守派犹太教联合会堂(United Synagogue of Conservative Judaism)、改革派犹太教宗教行动中心、门诺派中央委员会、基督教法律会社、美国人联合支持政教分离组织、跨教派联盟、美国之路基金会(People fir the American Way Fund)、美国民权自由联盟(ACLU)等。这些持分离派观点的团体认为，第一修正案已经明确了政教关系的大原则，特别是保护了宗教自由，任何其他的宗教修正案都是不需要的和危险的，它将把美国的宗教自由误导向宗教优先主义。无论在宪法中还是在第一修正案中都没有出现“上帝”或“造物主”的字眼，而这几个版本的“宗教自由/平等宪法修正案”议案都在前言中明确使用了“上帝”或“造物主”，而且也明确指出议案的宗旨在于保护人们向上帝或造物主表明信仰的权利。且不说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权利并没有被第一修正案所剥夺，而且许多英国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宗教信仰最自由的国度，议案只提及基督教听认可的“上帝”和“造物主”未免构成歧视非基督教宗教信仰的嫌疑。

    “便利”分句给公立教育的支持者们包括教师联盟一个警钟，它也把争论的范围扩大到纳税人的钱是否可以用于宗教目的这个问题上。如果该修正案得以通过，它将解决一些问题包括争论达数十年的公立学校中的祈祷问题和公共场所的宗教标志物问题(例如圣诞节邮局摆设的圣诞马槽)以及学校资助问题。

    1997年10月28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宪法分委员会表决通过该修正案，而整个司法委员会也于1998年3月4日表决通过了这一修正案。目前，“宗教自由/平等宪法修正案”议案有150名议员联名支持，正处于国会辩论阶段。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会每年大约提交各类提议案数千件，仅第105届国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就接到4604件议案，通过者寥寥无几，仅占不到1.7%。按照规定，一项议案如要成为法律就必须首先获得两院(目前有535名议员)表决通过，然后由总统签署生效，对于宪法修正案更为严格，它必须先经以上程序，然后在7年时间内获得四分之三以上州(目前为 37个州)的认可。因此，宗教自由修正案的前面将是漫长而艰巨的道路。

     2.“宗教自由恢复法案。(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RFRA:

   最高法院在1990年的“就业司诉史密斯案”(Employment  Divi-sion v. Smith [494U.S·872(1990)])一案的裁决中曾确立了一个原则，政府有权对宗教实践进行限制，只要这种限制是中立的，是对所有人都有效的，而不是专门针对宗教实践的。这似乎为政府干预宗教实践打开了方便之门，因而受到许多主张宗教实践自由的团体的反对。这些团体组成一个名为“支持宗教自由实践联盟”(Coalition for the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具体情况在本章第五节介绍)。

    部分地由于这些团体的压力，经过国会保守派议员的努力，国会最终于1993年11月16日通过了“宗教自由恢复法案”。该法案恢复了在“谢伯特诉维尔纳案”(Sherbert v.Verner [374U.S.398    (1963)])和“威斯康星诉约德案”(Wisconsin v.Yoder [406 U.S.205    (1972)])中确立、而被1990年的“就业司诉史密斯案所推翻的“国    家的迫切利益测试”。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宗教的自由实践，明确限制立法和政府对宗教实践的限制，它明确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和实践自由不受政府的干预，如果政府要限制某项宗教实践的自由，就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国家的迫切利益”使然，二是这种限制应是权衡各种代价中最小的。这同前些年最高法院在“谢伯特诉维尔纳案”和“威斯康星诉约德案”中确立的“国家的迫切利益”测试具有同样的目的和效果。然而，各州最高法院对该法案的合宪性提出疑问，认为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无权通过这样的法案。在1997年6月，最高法院在“博恩市诉弗洛斯”(City of Boerne，Texas v. P. F. Flores，Archbishop of San Antonio)一案中以6比3裁定“宗教自由恢复法案”违宪。当然，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并未到此结束，提出和支持该法案的国会议员们将修改并提出新的版本。

    涉及到宗教问题，国会还提出甚至通过了其他很多议案和法案，涉及到印第安人宗教自由问题(礼仪、墓地及文化保护等)、人权日、宗教自由周等，较为重要约有“机会均等法案”(Equal Access Act)、“宗教公开表达法案”等。由于篇幅关系在此不作详细介绍。

三、总统令、指导、备忘录

    根据国内宗教情况需要，美国政府也发布一些涉及某一特定宗教问题的总统备忘录、政策指导及总统令。这些官方文件清楚地表明政府在某些宗教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对联邦政府机构和职员具有行政约束力。克林顿总统于1996年5月24日签署了“关于印第安人圣地”的行政令，旨在保护美国印第安人的圣地不受侵犯。1995年7月12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公立学校中的宗教表达”备忘录，对公立学校中的宗教表达予以充分肯定，认为“第一修正案丝毫没有把公立学校变成无宗教区域”，相反，学生有权自由组织课余宗教祈祷和查经活动，有权在毕业仪式上祈祷，有权身着有自由的宗教信仰特色的服饰;基于宗教信仰的学生团体在享受校方提供的资金和设施方面同其他学生团体“机会均等”。1997年8月14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联邦工作场所宗教实践与宗教表达”指导，规定联邦各机构的工作人员有权在联邦工作场所表达自由的宗教信仰:私下、同事之间、甚至可以向同事进行传教;各机构应最大限度地提供宽松的环境以满足员工宗教表达的需要;在工作场所，各机构不得组织宗教活动，也不得强制员工参加或禁止员工参加宗教活动;对员工宗教表达进行限制的惟一条件是员工的宗教表达妨碍了该机构的工作秩序和工作的正常开展。很明显，从“公立学校中的宗教表达”备忘录和“联邦工作场所宗教实践与宗教表达”指导这两份文件可以看出，克林顿政府也在深受国会及美国国内宗教右派的影响，因为这两份文件的依据是国会于1993年通过的“宗教自由恢复法案”的精神。然而，最高法院于1997年6月裁定该法案违宪，这就使人们对这两份文件的合法性产生疑问，同时也反映美国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之间的分歧。

第四节   美国联邦最高

法院政教关系问题裁决原则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权力(立法、行政和司法)相对独立，联邦法律除非得到多数州的认可，否则在各州无效。第一修正案的“自由实践分句”直到1940年、“设立分句”直到1947年才在各州生效，因此，在本世纪40年代以前，联邦最高法院涉及宗教问题的裁决为数不多。另一方面，美国政治的基本框架是三权分立，联邦最高法院的独立司法权使它对宪法原则的诠释及在许多问题上的裁决具有最高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等同于法律，它的裁决原则带有“明显的宪法音效”(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布里南语)。因此，在没有专门涉及宗教问题的法律、宪法中只有第六条涉及宗教问题、宪法第一修正案涉及宗教问题的条款较为笼统的情况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关宗教问题的裁决原则甚至一些代表案例都不仅仅只是个司法解释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法律的作用。
在实践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涉及宗教问题的裁决案例很多，但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这四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只是按照其主题的大致性质将其归入不同的四个方面，其实许多案例都或多或少涉及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两个根本原则，而涉及宗教事务与宗教内部纠纷的案例以及涉及公立学校中的宗教问题的案例繁多且复杂，既重要又有代表性，因此单独列出加以介绍。

一、政教分离问题

    1.出任公职和提供证词的宗教测试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宪法第六条明确规定，禁止对出任公职的人员进行宗教测试，公共信誉和在法庭上提供可信的证词也不应以宗教信仰为基础和依据。最高法院的意见也是明确的，因此涉及的案例很少，只有一个“托卡索诉瓦特金斯案”(Torcaso v. Watkins [1367 U.S.448(1961)])。1961年，马里兰州要求职员在出任公职时宣誓信仰上帝，最高法院裁定这一要求是违宪的。虽然各州和联邦没有再就此发生争论，但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没有结束。

    2.公共场所宗教标志问题

    公共场所宗教标志问题涉及很多方面，在公共领地树立宗教象征物如十字架、在公共场所如邮局放置耶稣降生标志(圣诞马槽等)具有代表性。在1989年的“艾莱格尼县诉美国民权联盟案”(Allegheny County v. ACLU[492U.S.573(1989)])中，最高法院明确裁定，在政府所有的土地及建筑上设置耶稣降生标志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设立分句”的原则，因而是被禁止的。

    3.全国祈祷日及其他

    英国的全国祈祷日是美国国会专门通过法律确定的，围绕着这一日期的设立和活动还有很激烈的争论，1952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律，要求美国总统每年指定一个日期作为全国祈祷日，根据这项法律，总统可以选择一年中的任何一天作为全国祈祷日，1988年，国会对该法律进行修改，明确确定全国祈祷日为每年的5月7日。从本质上说，全国祈祷日是由政府支持赞助的宗教性节日活动，这本身就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设立分句”的原则，其他类似的问题包括总统主持的全国祈祷早餐、向国旗敬礼时心中默念“上帝主宰下的国家”等

    4.“我们信赖上帝”（In God We Trust）

   “我们信赖上帝”是美国货币上的一个短语，也是美国人信奉的座右铭。1955年，国会通过一项法案确定把这一短语印在美钞上。1956年，国会又通过一项法案把它定为全美国的座右铭。 1957年版的美钞上献出现了“我们信赖上帝”这一短语。出现在美钞上的这一短语并不简单地要表达美国多数人信仰上帝的事实，而是明白无误地表明，美国人以上帝之名起誓，证明美钞的信用。无论是表明对上帝的信仰还是以上帝之名证明信用，这都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的教会－国家分离原则。“远离宗教之自由基金会”(Freedom from Religion Foundation)认为这一短语明显违背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设立分句”的原则，该组织主席安·盖 勒（Anne Nicol Gaylor）于1994年6月对美国联邦财政官员本芩 (Loyd Bentsen)和温斯洛普(Mary Ellen Winthrop)提起诉讼(“盖勒诉本芩案”)。地区法院认为这一短语只是“形式上的自然神论”，因此驳回了它的诉讼，而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院也维持地区法院的裁定。于是“远离宗教之自由基金会”于1996年4月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同年5月，联邦最高法院很快就驳回了该基金会的上诉。其实在此之前曾有两次类似的诉讼，分别在1974年和1977年，都以败诉告终。至今，美国仍是世界上惟一个在其货币上印有“上帝”字样的国家。

二、宗教自由实践问题

    尽管宗教自由实践范围很广，但也并不是没有界限。法律从来都不承认绝对的自由或者没有义务的权利。涉及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在公共场所进行的宗教表达问题。

    这个问题虽没有引发诉讼，最高法院也没有明确裁决，但不可否认，公共场所的宗教表达问题是美国政教关系中冲突最多、争论最大的一个。由于一些组织和个人的不懈努力，宗教被限制在公共场所之外。在美国右翼抬头的今天，美国国会频频出台“宗教自由/平等修正案”议案、“宗教自由恢复法案”及“机会均等法案”等,要求宗教重新回到公共场所，回到美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

三、涉及宗教内部事务的法律裁决
    很明显，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旨在阻止国家政府干涉宗教事务(禁止宗教自由实践是干涉的表现，设立官方宗教也是干涉的一种形式)。但是，国家政府介入宗教事务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双方共存于一个多元化社会中，双方在一定程度上介入对方事务是难以避免的，在宗教信仰和实践与世俗法律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家法律和政府行政都会对宗教自由实践形成威胁，但司法机构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对于此类案件的审理和裁决又往往体现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两个原则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另一方面，在宗教组织内部发生纠纷特别是经济财产纠纷时，宗教组织往往要借助于世俗法律和司法机构来处理和解决“对于这方面案例的审理和裁决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体现司法乃至于国家权力机构对宪法原则的理解和诠释。
1.宗教信仰和实践与国家法律和国家利益冲突

    在历史上，宗教行为与美国法律之间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冲突，最早的例证是关于摩门教(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的一夫多妻制问题，后来又涉及到如阿曼派基督徒(Amish)的教育问题、安息日会教徒拒绝在周六工作问题、土著印第安人的礼仪问题以及基督教科学派的信仰治病问题等。

    一夫多妻制曾是摩门教为了快速增加人口的有效办法，但作为初期摩门教信仰的组成部分，它显然同美国联邦的一夫一妻制法律是相抵触的。在1878年的“雷诺兹诉美国案”(Reynolds v.U-nited States[98U.S.145(1878)])中，最高法院明确裁定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信仰同美国联邦法律相抵触，因此被废除。

阿曼派基督徒有着独特的基督教信仰，他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认为，更多的教育将导致他们的后代遗忘自己的传统， 因此他们要求子女只能接受初等教育，这同美国实行的12年义务教育的法律相抵触。在1972年的“威斯康星州诉约德案”(Wiscon-sin v. Yoder[406 U.S.205(1972)])中，最高法院裁定，阿曼派基督徒可以让他们的子女只接受8年的义务教育，而不必遵照有关法律规定。在这个案例中，最高法院还再次明确了“国家的迫切利益”测试原则，认为少数派和个人的宗教信仰和实践权利神圣不可侵犯，除非有充足理由证明“国家的迫切利益”要求对个人的宗教实践进行限制。

2.涉及宗教内部纠纷的案例

      美国的宗教内部纷争并不少见，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诉之于法律。尽管联邦各级法院与各州法院都一再声称无权也无意介入纯宗教事务性的冲突和纠纷，但它们也的确常常接手涉及教会内部纠纷特别是教会分裂时的教产纠纷案件。然而，教产问题又不能完全同教义问题割裂开来，而且因组织分裂所带来的教产纠纷往往是由教义冲突引起的。为了将法院对此类案件中涉及教义冲突的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联邦最高法院在实际审理和裁决中往往把问题简化，把宗教组织分为两种:教阶制的和公理制的。各级法院在处理涉及宗教内部纠纷的案件时情况也不完全相同，但可以看出，联邦最高法院一再强调并要求各级法院，在裁定此类案件时要明确坚持两个原则:一是法律不充当宗教信仰问题的仲裁人，法律中没有“异端”这个词汇，也就是说，法院无权裁定什么是“正统”信仰，什么是“异端”信仰;二是对于涉及教务柏财务纠纷，法院要遵从按照宗教组织的两分法(教阶制和公理制)，充分尊重宗教组织的意见。在具有严格的教阶制度的宗教和教派中，如罗马天主教会、主教派教会(圣公会)和长老会等教会，由于上级教会机构对下级机构拥有一定的权威性，因此，相应的上级当局的意见将受到充分的尊重;而在其他公理制宗教和教派中，由于教会采取的是民主管理形式，多数人的意见具有权威性，因此，多数派的意见将是法院裁决的重要依据。

    然而，各州并非总是满足于自我约束的原则，特别是在裁定涉及公理制教会因组织分裂而产生和产纠纷的案件时，法院有时会认为当时的多数派已脱离了该教会所赖以建立的教义基础，而“真理”掌握在少数派手中，因此，法院裁定少数派更有权享有教产。很明显，这种关于教义的正统性的认定很清楚地说明，法院已介入了教会教务问题。这方面涉及的代表案例包括:“华生诉琼斯案”(1872）、“冈萨雷斯诉大主教案”(1929)、“凯德罗夫诉圣尼古拉大教堂案”(1952）、“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美国加拿大教区诉米利沃耶维奇案”（1976)等。

    华生诉琼斯案发生于1872年，这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介入教会内部事务的第一个案例，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案例。1866年，美国长老会颁布指令称，那些曾在南北战争中自愿资助过南部叛军或认为奴隶制是合理的长老会教徒，在他们正式“仟悔”之前，是不能继续作为该教会的成员的。为此，肯德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华纳街长龙会内部出现分裂。尽管该组织最具权威的长老会大会已认定该教会的“忠诚派”是真正的华纳街长老会，但肯德基州最高法院仍在裁决中偏向于同长老会大会对立的“不忠诚派”，美国巡回上诉法院在裁决中做出了偏向“忠诚派”的裁决。最后，此案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法院无权裁决宗教组织是否“偏离教义”; 长老会有自己的教政体制，而长老会大会是其最高当局，因而法院有责任把长老会大会的决定视为最终意见。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最高法院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原则，也就是法院必须摆脱干预宗教教义和宗教实践的想法，因为“法律并不认识异端，而且有责任不支持任何教条或设立任何宗派。”

     3.涉及宗教定义的案例

     最高法院涉及到的一个难题之一就是给宗教下“定义”。联邦最高法院和各州法院越来越倾向于不给宗教下定义，他们容许各团体给宗教下各种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定义。在1953年的“富勒诉罗得岛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判定什么是宗教实践或者某个团体的活动不是宗教并非法院的事情”。这方面的另一个代表案例是1944年的“美国诉巴拉德案”。巴拉德夫妇和儿子创立了“我是”(IAm)运动，自称有治病的神迹而被指控。最高法院的法官在审理此案时提醒陪审团，关键问题不在于被告的宗教神迹是否真实，而在于被告是否认为它们真实。道格拉斯法官认为，判断宗教信条的正误不是任何世俗机构的事情，即便那些信条在大多数人看起来是荒唐的;世俗机构所能做的只是判定这些人是否真正按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去做。

四、宗教与公立学校教育
1.公立中小学校中的宗教问题

    美国公立中小学校中的祈祷问题特别是学校当局强制进行的祈祷问题是公立中小学校宗教问题中较为突出的一个。1962年，最高法院在著名的“恩格尔诉维塔案”(Engel v. Vitle[370 U.S.421(1962)])就已裁定，公立学校中的强制性祈祷是违宪的。1985年，在“华莱士诉杰弗瑞案”(Wallace v. Jaffree[472U.S.38(1985)])把这一概念推广，裁定在公立学校强制推行默祷具有宗教意图，因而是违宪的。与此相应的是学校毕业典礼上进行祈祷的问题。有宗教信仰的学生在毕业仪式上感谢上帝似乎合情合理，但最高法院在1992年的著名案例“李诉维斯曼案”(Lee v. Weisman[112SCt.2649(1992)])中明确裁定，公立学校毕业仪式上的祈祷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

    公立中小学校中的宗教教育是另一个重要方面。1948年，最高法院在“麦克伦诉教育委员会”(McCollum v. Board of Education[333U.S.203[(1948)]]一案中裁定，在公立学校中进行宗教指导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设立分句”，因而是违宪的。而时隔仅仅4年，最高法院在1952年的“佐拉克诉克劳森案”(Zorach v. Clausen[343U.S.306(1952)])裁决中又推翻了这一裁定，认为在公立学校中进行课余宗教教育并没有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设立分句”。1963年，最高法院在两个案件“阿尔宾顿校区诉谢普案”(Allbington School District v. Schempp[374U.S.203(1963)])和“默瑞诉科莱特案”(Murray v. Curlett[374U.S.203(1963)])的裁决中分别裁定，公立学校中的强制查经活动和祈祷是违宪的。

    与此相应的是公立中小学校中基于宗教信仰的学生团体活动的机会均等问题。1990年，最高法院裁定国会通过的“机会均等法案”并没有违宪，因此，接受联邦基金并在课余开展有学生团体活动的公立学校不得歧视基于宗教信仰的学生团体，这些学生团体享有同其他学生团体同等的权利，机会均等。1993年，最高法院又把这一范围推广，在“羔羊礼拜堂诉莫瑞科校区案”(Lamb s Chaple et V. Center Moriches Union Free School District [U. S. (1993)])一案中裁定，如果某公立学校允许其他社会团体在课余使用它的设施，就应该给宗教团体(教会)以同等机会。

     公立中小学校宗教问题还涉及其他方面，如向国旗敬礼、学校中的宗教标志(十诫牌)、教授创世论及教授进化论之争、讲授十诫、有独特宗教信仰的学生的服饰等问题。早在194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在“曼耐斯威尔诉戈比蒂斯案”(Minersville V. Gobitis[310 U.S.586(1940)])中裁定，公立学校当局有权要求学生向国旗敬礼及宣誓，即便这样做与学生的宗教信仰相违背(因为有的宗教信仰反对偶像崇拜);而它在“西弗吉尼亚州教委诉巴内特案”(West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V. Barnette[3l9 U.S.624  (1943)])中又推翻了联邦最高法院在“曼耐斯威尔诉戈比蒂斯案”中的裁决，认为学校当局无权要求学生这么做。1968年，最高法院在“艾波森诉阿肯色州案”(Epperson v. Arkansas[393 U.S.97(1968)])中裁定，各州无权禁止在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1987年，最高法院在“爱德华诉阿奎拉德案”(Edwards v. Aquillard)中明确裁定。州立法要求公立学校平等对待进化论和创世论具有宗教意图，因而是违宪的。1980年，最高法院在“斯通诉格雷厄姆案”(Stone v.Graham[449 U.S.39(1980)])中明确裁定，在公立学校设立基督教“十诫”的标志是违宪的。

     2.国立高等院校中的宗教活动问题

    这类案件并不多见，主要涉及的是基于宗教信仰的学生团体    在享受学校提供的条件时的机会均等问题。在国会“机会均等法    案”还未提出的1981年，最高法院就在“魏德玛诉文森特案” ( Wid‐mar v. Vincent[454 U.S.263(1981)])中明确裁定，在公立大学中，如果学校设施和基金向其他学生组织开放，那么学校当局就不得拒绝给予基于宗教信仰的学生团体以“平等的机会”。3年前，最高法院在“罗森伯格诉弗吉尼亚大学案”(Rosenberger v. Rector and Visi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U. S.(1995)])中再次确认了这一原则，裁定学校基金可以用于出版发行由学生团体主办的宗教刊物。(参阅本章第五节)

    3.政府税收用于宗教学校问题

    这个方面涉及的案件很多，主要包括教科书和教学设备、宗教院校校舍建筑、教师薪水和补贴、对送子女进入宗教院校接受教育的父母进行政府补偿等问题。在这些案例中，基本上也按中小学和高等院校分为两类情况，分别对待。也就是说，中小学比较严格，而高等院校比较宽松。

    美国实行义务教育，由于有政府财政资助，公立学校的费用较低，而且还享有公立学校的许多优惠。同时，美国又有大量的私立学校，由于不得接受政府财政资助因而费用较高。送子女进入公立学校接受教育，事实上同时也得到了政府的税收补偿返回。因此，送子女入私立学校包括宗教院校是否可以得到政府的相应税收补偿，长期以来一直作为美国政教关系中一个颇有争论的话题，早在1947年，最高法院在“艾沃森诉教育委员会案”(Everson v.  Board of Education [330 U. S. l(1947)])中就已裁定，各州对进入宗 教院校接受教育的学生进行交通费补偿并不违宪，而在1973年的两个案件“委员会诉尼奎斯特案”(Committee v. Nyquist [413 U.S. 756(1973)])和“斯洛安诉雷蒙案”(Sloan v. Lemon[413 U.S.825 (1973)])中推翻了这一裁决，认为各州不可向送子女去宗教院校的父母提供财政补偿。然而事隔10年，最高法院又在1983年的 “谬勒诉艾伦案”(Mueller v. Allen [463 U.S.3B8(1983)])中重新裁定，如果送子女进入私立或宗教院校接受教育，父母在缴纳所得税时可从中扣除子女在私立或宗教学校应缴纳的学费、教科书费用及交通费用。

    关于教科书问题，最高法院在1968年的“教育委员会诉艾伦案”(Board of Education v. Allen[392 U.S.236(1968)])中裁定，各州向私立学校和宗教院校出借教科书并不违宪。在“米克诉匹膝格案”(Meek v. Pittenger [421 U.S.349(1975)])中，最高法院虽确认了这一裁决，但对它的适用范围进行了相应限制，裁定各州可向私立及宗教院校出借教科书，出借其他材料则属违宪。

    在资助宗教院校问题上涉及的案例较多。1971年，最高法院在著名的“雷蒙诉库兹曼案”(Lemon v. Kurtzman [403 U.S.671(1971)])中裁定，州财政对天主教学校教师薪水进行补贴是违宪的正是在这一案件中，最高法院提出了著名的“雷蒙测试法”。1994年，最高法院在“基亚斯村校区诉格鲁麦特案”( Kiryas Joel Village School District v. Grumet [U.S.(1994)])中又明确裁定，用公用基金对宗教院校进行资助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设立分句”。但在具体资助问题上，由于性质不完全相同而结果有所不同。1971年最高法院在“蒂尔顿诉理查德森案”(Tilton v. Richardson[403 U.S.671(1971)])中裁定，州财政对宗教院校校舍建筑进行补贴是不违反宪法原则的。5年后，最高法院在“罗默诉公共事务委员会案” (Roemer v. Board of Public Works [426 U.S.736(1976)])中又裁定，各州可以向宗教院校提供信贷。与此相应，最高法院在1980年的“公共教育委员会诉里根案”(Committee for Public Educa-tion v. Regan [444 U.S.646(1980)])中裁定，各州对宗教院校的标准化考试进行费用补偿并不违宪。在公立学校向宗教院校提供师资帮助问题上，最高法院在1985年的“阿奎拉诉费尔顿案”(Aquilar v. Felton [1473 U.S.402(1985)])中裁定，公立学校师资用于宗教院校的课余教育和咨询是违宪的。但在1993年，最高法院在“佐布瑞斯特诉卡塔里娜校区案”(Zobrest et al. v. Catalina Foothill School District [U.S.(1993)])中裁定，地方教育当局向宗教院校派遣为残疾学生服务的师资并不违反宪法原则，而且在1997年的“阿戈斯蒂尼诉费尔顿案”(Agostini v. Felton)中，最高法院推翻了“阿奎拉诉费尔顿案”的结论，裁定公立学校向宗教院校提供师资为残疾和弱智学生服务并不违宪。

－ 完 －

